一　腾冲鼠疫细菌战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云南的学者陈祖梁先生在进行滇西细菌战研究时,对腾冲鼠疫细菌战的研究略有提及,但限于史料,未能深入进行①。云南的谢本书先生也因为史料限制未能对腾冲鼠疫细菌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②。国外学者关于日军云南细菌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山、昆明细菌战领域,而且在进行该研究时主要针对霍乱细菌战。这些研究主要有:美籍华裔学者尹集钧先生在《细菌战大屠杀》一书中对1942年的保山、昆明霍乱细菌战进行的研究③;美国学者SheldonHarris在Factories of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 Cover-
up一书中曾提到增田知贞离开1644部队到仰光领导一个新的防疫中心,但未涉及腾冲鼠疫战④;美国学者Daniel Barenblatt在APlague upon humanity一书中主要对保山、昆明霍乱细菌战进行研究,而未对腾冲鼠疫细菌战进行探索⑤。造成以上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日、美等国对细菌战档案资料严格封锁,公开的资料仅仅是冰山一角。笔者在努力搜求的美国国会解密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的基础上,对日军1939至1945年元月9日对腾冲实施的鼠疫细菌战进行一次初步探讨。


二　日军实施腾冲鼠疫细菌战的战略意图
       日军实施腾冲细菌战有两点战略意图。一是掐断中国国际交通补给线。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尽管丧失了所有的海港口岸,但军火弹药除了从香港输入外,还可以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苏联经新疆输入。腾冲处于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当时有一个军用机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对腾冲实施鼠疫战可以彻底掐断中国国际交通补给线,摧毁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意志,打败中国,取得战争最终胜利。在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补给线被日军完全切断之后,中国和盟军不得不开辟“驼峰”航线,即美国的援华军需品先运抵印度,然后从印度空运至云南,以补充中国抗战战略物质之不足。从中、美被迫开辟“驼峰”航线来看,日本对腾冲实施鼠疫细菌战达到了它的战略意图。二是缓解兵员严重不足之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兵员严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使用致病细菌可以达到撒菌成兵的效果。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Daniel Barenblatt的看法也是支持本观点的。Daniel Barenblatt认为:“日军运用空投细菌弹和地面部队污染水源地的办法,使得该地区成为荒废区以至于中国军队无法驻扎。这样日军就可以撤回大量部队用于其他战线。”[1]164日军在腾冲以及其他滇西地区实施细菌战在1942年也成功地达到了这一战略目标[1]164。从战略层面讲,腾冲细菌战也和宁波、常德、浙赣线细菌战一样成为日军为实现重大战略意图而实施的重要细菌战之一。


三　日军实施腾冲鼠疫细菌战
本文所指的腾冲地区是中华民国时期的腾冲县,日军实施腾冲鼠疫细菌战的主要地点在腾冲县的龙川、萝卜司庄、南甸等地。

       鼠疫作战是日军最熟练、最成功的细菌作战之一。日军实施腾冲鼠疫细菌战分两个阶段进行,以1942年5月3日日军进入滇西地区为界。之前进行的细菌作战是一种军事破坏性质的细菌战;之后进
行的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战场细菌战。本文重点论述后者。
        第一阶段(1939~1942):腾冲地处西南大后方的腹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后方的后方,日军不可能大部队深入。即便如此,日军还是对腾冲进行了军事破坏行动,即进行秘密的细菌攻击。苏军缴获的日军文件证明了日军的秘密细菌攻击行为:“在进行秘密攻击动作时可以使用钾素、细菌,或使用带有钟表式爆炸具的炸药……以期扰乱敌方士气。”[2]144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被苏联政府审判时也供称,日军“曾批准了并采取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如下三种主要方法:从飞机上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罪恶计划是打算利用致命细菌之迅速繁殖的性能,蓄意向敌军中和敌方和平居民中散布鼠疫、霍乱等等传染病,借以引起可怖的瘟疫，而使千百万人遭到惨死”[2]8。为了实施对腾冲的军事破坏行动,日军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首先是细菌战人才的培训。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供称:“……使用细菌武器一举,是要靠各部队及其支队内那些专门干部去实现。换句话说,在必要时,上述部队及其各个支队就应该抽调相当数量的专门家,并将一些还在平时就已受过专门训练的兵士交给他们去指挥。这些兵士在平时已从日军各部队那里征调到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附设的训练班里来,他们除了受医务训练外,还受过一种专门训练,获得了细菌学方面必要的经验。……被挑去住这种训练班
的都是极忠实的兵士。……他们在训练班毕业后,若是和平时期,就被派到细菌部队各支队中去工作,或是被派往当时日军部队和兵团中都设立有的防疫给水部队内去工作。若在作战时期,他们就应被利用去使用细菌武器。”[2]110受训主要内容是细菌武器的使用和实施军事破坏的方法。为了扰乱敌方士气,受过特别训练的破坏队的“任务就是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炭疽及其他致命细菌,并用一切可能办法传染居民点,以引起可怖的瘟疫,而使千百万人遭到惨死,瓦解敌人后方”[2]8。其次是细菌武器的准备。731部队本部生产班战员田村良雄供称:“生产的细菌武器逐次由航空班用飞机运往关内,供细菌战使用。”[3]1939年时腾冲的鼠疫军事攻击是由731部队和1938年在广州建立的8604部队共同实施的。理由如下:第一,日军细菌战部队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要求,平时统一建制,战时分属各兵团节制,便于统一指挥[1]110。它服从和服务于亚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全局。731部队是所有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战略基地,对所有细菌战部队负有训练和指导之责,731部队对此次作战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第二,对于8604部队参与1939年的军事破坏行动我们发现了三则史料:其一,“1939年4月,8604部队派15人到海南岛进行鼠疫调查,为进行细茵战作准备”[4]。其二,“据铁道部运输司令钱宗泽1939年6月1日电称:敌利用夏初气候,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鼠疫、霍乱、赤痢等传染病菌,潜入粤、桂、滇、蜀,设计散发于我军阵地水质中……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处者,已于4月16日分由海南岛、90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厦门、汕头、温州、汉口出发”[5]。其三,“民国廿八年卫生署中央防疫处汤处长飞凡一度往该地防治鼠疫”[6]。我们对三则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后发现,它们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内容上具有连贯性,材料一源自《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而该书的执笔者和编辑顾问多数是原日军731部队成员,材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与后两则材料一样不容置疑。日军经过海南岛前期精心准备后,由海南岛出发,潜入云南境内,散布细菌。潜入云南腾冲境内的破坏人员散布的鼠疫病菌引起了1939年的腾冲鼠疫流行,可是由于此次疫情没有确切的病例记录,所以疫病人数和疫死人数不详。但是此次鼠疫却被历史记录在案了,确切性不容置疑。
        第二阶段(1942~1945.1.9):因为有第一阶段细菌战的经验,日军对腾冲地理、社会生活状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为开展第二阶段的细菌战形成了有利的情报基础。由于9420部队在新加坡刚建立不久而且滇缅细菌战战斗任务繁重,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从其他军区细菌战部队选派得力干将和抽调部队去支援南方战线。日军细菌战部队是日军大本营有计划有步骤建立的,随着日军的征服进程,先后建立了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9420部队,随着日本南方军的进一步北侵泰国,日军又在曼谷建立细菌战中心。1942年春,日军攻占缅甸后,随即在仰光建立了新的细菌战部队,该部队是9420部队的一个支队[7]。为了有效实施对腾冲的鼠疫细菌战,1943年日本大本营派遣有着丰富鼠疫细菌战经验的前1644部队长增田知贞来到缅甸,统一指挥对腾冲的细菌作战。
        关于增田知贞在第二阶段腾冲细菌战的作用问题。我们认为,1942年底,增田受东京的指示前往缅甸直接指挥滇、缅战场的细菌作战,腾冲细菌战作为滇缅细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增田当然指挥了腾冲细菌战。增田在细菌研究和生产、细菌作战上都是日军细菌战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权威人物之一,其作用仅次于石井四郎。理由是:第一,增田在1644部队任部队长时就积极支持和配合了731部队对宁波、常德、浙赣线鼠疫作战。“1644部队积极参与了石井在华中地区三次最臭名昭著的细菌战行动。1940年,南京部队在宁波细菌战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就是为石井提供大量的跳蚤用以扩散疫情。1941年,常德细菌战时,这支部队又一再向石井证明了它的价值———向石井部队提供跳蚤和病原体和执行战斗任务的技术人员,亲自参加散布细菌。1942年夏季的浙赣线细菌战,南京部队又向石井和石井的努力作战证明了它的价值。由于石井部队携带的细菌数量和技术人员满足不了战场的需要,增田又向石井提供了细菌武器和技术人员的差额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浙赣线战役获得了巨大成功。”[7]110-111第二,他是日军细菌战部队里为数不多的细菌战理论和细菌战实践紧密结合的专门人才一浙赣线鼠疫作战结束后,增田回到东京并于1942年12月15日对一些细菌学、生物学科学家发表了题为《细菌战》的讲演,对他在华实施细菌战的实战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系统的细菌战思想:“散布细菌的方法(攻击行动可以以细菌雨、空投细菌弹、发射细菌弹或使用特工人员等方式进行),实施的范围包括人群、牲畜、家畜、谷物和蔬菜,此外,还可以使用于那些有迹象可能成为敌国盟发的中立国。”[8]带着他的成熟的细菌战思想,增田知贞随即被日本大本营派往仰光,“增田离开他南京的部队,去缅甸领导一个在仰光建立的新的防疫中心,这个组织当然是一个热带病细菌武器研究中心”[7]110-111,实施新的鼠疫作战,完成新的使命———彻底摧毁滇缅公路。日军细菌战部队在腾冲的细菌作战正是按照增田的指导方法进行的。根据Daniel Barenblatt的研究,我们发现“增田上校带着他的南京1644部队部分成员来到该地区监督实施细菌攻击”[1]164-165。如果从他主持实施或参与实施的四次大规模的对华细菌战来看,其在日本细菌战战略体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石井四郎。国内外的研究往往注重对石井四郎的研究,忽视了对增田知贞以及其进行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
        增田来到缅甸后,加快了对腾冲实施鼠疫战的准备。根据美国国会解密的档案,1944年2月16日、4月17日、5月4日的三个情报显示,增田积极地收集活鼠,以繁殖和生产带鼠疫的跳蚤。其中5月4日的情报说:“英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BI)报告:过去6个月,日军要每个缅甸人上缴2~3个活鼠,日军图谋进行细菌战,扩散鼠疫。”[9]收集活鼠的开始时间恰好是增田来到仰光之后,说明情报极为准确。增田的细菌作战非常积极
而且有成效,2月16日的情报说:“缅甸暴发了极其严重的牛瘟,造成了肉、奶供应不足和交通运力的缺乏,还严重影响了缅甸的农业生产。”[10]4月17日的情报说:“在缅甸还发生了严重的鼠疫,腾冲龙川的边民说缅甸边境每年都爆发鼠疫。”[11]1943年,鼠疫很快就沿着滇缅公路蔓延到中国境内。根据重庆国　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5年2月17日疫情情报:“云南卫生处李医师旅行大龙川时亦发现该地于卅二年九~十月间曾有腺鼠疫之流行,惜无可靠之病例记录。”[12]根据陈祖梁的研究,此次流行时间短但是持续流行,“自1944年到1945年,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得到控制,导致(滇西)4、5万人死亡”[13]。
     据此,我们认为,以增田的资历和他丰富的细菌战实战经验以及他在滇缅的这些活动,增田实际上
组织指挥了对滇西包括腾冲的细菌作战。他的作用是推动和指导腾冲细菌战。
关于对腾冲进行鼠疫作战的部队问题。我们认为731部队、9420部队的支队113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都参与了腾冲细菌作战,具体实施作战的是“驻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队113部队1小队,该队队长是野田军医中尉,共有队员约45人”[13]。其中731部队是日本细菌武器的研发和细菌战实践的总部,各部队人员的培训和武器的开发都由731部队负责,对日本所有细菌战部队负有指挥和督导之责,所以731部队也参与了腾冲细菌作战。133部队因为是日本南方军56师团一个特殊部队因而归属9420部队。根据Daniel Barenblatt的研究,我们发现从1942年日军进入滇西地区起,“在日本南方军内部,十个师团都有经过训练懂得使用细菌武器的人员,1942年4月日本南方军56师团一支特种细菌战部队———113部队,开始污染滇缅边境乡村的水源……一个113部队的成员———品野实承认:‘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最频繁的是1942年,当时上级命令久恒兵长去炸毁腊戍水源地实际上就是让他去施放细菌。’紧邻113部队的是1644部队和8604部队派出的两支小分队,增田上校带着他的南京1644部队部分成员来到该地区监督实施细菌攻击”[1]164-165。为什么腾冲细菌战是一次日军各细
菌战部队的集体作战呢?主要是在1942年,日军南方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迅速占领东南亚,战线拉得过长,兵员严重不足而战略任务巨重,加上9420部队刚刚组建,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跟不上战斗需要,所以日军大本营只好从其他细菌部队抽调人员支援南方军战线,所以就形成了滇西细菌战大会战的局面和腾冲细菌战集体作战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尹集钧先生在《细菌战大屠杀》一书中的观点也是支持本观点的:“细菌进攻由日军南方军的9420部队负责进行。该部队成立于日军攻陷新加坡两个月后的1942年4月15日,离日军参谋本部要求细菌进攻云南昆明的时间(5月初)非常接近,显然准备不足。于是,由东京调令其他军区的细菌部队前往缅甸和云南作战。”[14]1939~1945年腾冲鼠疫细菌战造成了成百上千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它的严重影响“不仅在于人间瘟疫流行造成中国军民的严重伤亡,更在于它造成当地和临近地区人民的心理恐慌和精神痛苦”,它的最大残虐性在于造成了腾冲和邻近地区社会的崩溃[15]。


四　1944~1945年腾冲鼠疫的流行
        1939年和1943年腾冲鼠疫流行情况因为没有详细的病例记录而无法深入探讨,我们主要依据从美国国会档案收藏的盟军情报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疫情情报》来揭示1944~1945年腾冲鼠疫流行过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结为军事盟国,各种情报是互通共享的。例如国家卫生署署长金宝善
致邓达如的信《关于腾冲地方鼠疫的患死人数》(原文为英文)中写道:


亲爱的邓医生:
        参照2月18日我写给你的信,在这里,我正式通知你,请把云南腾冲的鼠疫信息提交给UNRRA中国代表处,以便于转达给华盛焚。
                                                                                                你真诚的金宝善国家卫生署署长
                                                                                                                     1945年3月17日[16]
我们翻看历史档案就知道,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很多情报就是重庆国民政府提供给美方的。美国国会档案馆收藏的关于腾冲细菌战的盟军情报来源就是中方。因此二史馆的疫情情报和盟军情报会因为时间不一而有所区别,但区别不大,时间稍晚的情报会随时更新,时间稍晚的会更准确。我们发现战时联合防疫处的疫情情报文件是1945年2月17日,而下面引用的盟军情报的时间是1945年6月29日:
　　1894~1896年世界鼠疫大流行之后,腾冲地区50年没有发生鼠疫。日军的细菌作战从滇缅边境开始沿滇缅公路从龙川、萝卜司庄到南甸,逐渐蔓延到腾冲县全境。缅甸边境的鼠疫1943年9月传染到离边境只有两天的大龙川,当时的云南省卫生处李医师(Dr.Y.C.Li)发现了该地鼠疫流行,可惜没有实际数据记录。1944年2月至5月,大龙川上报死亡病例148人。


1944年7月鼠疫传至萝卜司庄,在人间鼠疫之前,有很多死鼠发现,说明在人间鼠疫流行之前鼠间鼠疫流行。从而证实了腾冲鼠疫是人工流行的鼠疫。最初,一个商贩从大龙川返回萝卜司庄的蛮东村寨几天后死亡,7月至8月,共有50个病例,死亡35例。7月上旬,一个妇人在蛮东染病后回到小红坡,7月至8月,小红坡发现了23个病例,在此之前,小红坡也发现了大量死鼠。萝卜司庄是途经腾冲的要道,共有48个村寨,其中10个感染鼠疫。那猛9例全
部死亡,小红坡24例其中死亡10例;里索28例,死亡24例,小碗9例,全部死亡,户东5例,全部死亡,遮帽3例,全部死亡。山上4个村寨只有2例。萝卜司庄的北部地区,1943年7月至8月,杞木寨20例,死亡11例,遮岛6例,死亡3例,死鼠在以上地区都有发现。[17]

      1944年10月鼠疫传至腾冲的南甸,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1月9日,南甸所有病例有详细记录,102例,死亡23例,此前的龙川和萝卜司庄都是调查上报数字,
没有病例记录。[6]


经过调查发现,1944年11月初,南甸发现了大量死鼠(1 000~2 000只),从一号死鼠身上公谊救护队约翰·威尔克斯医生发现了腺鼠疫菌。流行病学调查还发现南甸以前从未发生腺鼠疫[17]。这说明此次鼠疫是人工流行而不是自然流行,证实了日本实施鼠疫作战的罪恶事实。
        1944年12月31日,重庆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率中央防疫处工作组飞抵腾冲之前,鼠疫暴发流行已很严重。染疫人数远不止上面所记之数。战时防疫联合处的情报染疫数字是421,死亡299例,比盟军情报的414例、死亡290例分别多出了7例和9例,主要是萝卜司庄后来少了7个病例,死亡少了9例。南甸的染疫数字没有变化是因为杨永年率领的中央防疫处工作组工作的重心在南甸,数字非常准确。腾冲鼠疫不仅造成了确切数字290人的死亡,这还不包括1939年和1943年的疫死人数。日军对腾冲的细菌攻击(1939~1945)所造成的实际死亡数字远远大于290人,而且它的余波还影响到“二战”结束后的腾冲,给当地人民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和长期的心理恐怖。此次鼠疫扑灭后,1947年又再次暴发严重鼠疫,鼠疫防疫外籍专家Dr.R.Pollitzer(伯力士)参与了1947~1948年的防疫工作。当时的云南卫生处长缪安成深感灾情严重,本省力量无法扑灭,特电请国民政府卫生部“速派医防大队到滇西主持防疫工作”[18]。我们尤其应注意到,为中国的鼠疫防疫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Dr.R.Pollitzer总是被派往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充分说明了当时疫情严重程度。


五　1944~1945年鼠疫防治情形
        这里所说的防治是指1944~1945年重庆国民政府对腾冲鼠疫进行的防治。接到腾冲发生严重鼠
疫报告后,“1944年12月29日卫生署立即派西北防疫处长杨永年乘飞机由重庆抵达昆明,在昆明召开
由盟军医务组、云南卫生处、中央防疫处、公谊救护队参加的腾冲防疫会议,12月31日乘机飞抵腾冲,
在腾冲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商讨具体的防疫措施,与会代表还包括云南卫生处代表马瑞庄医师、198
师盟军联络处代表———美军上尉Rondalough、公谊救护队驻198师代表、卫生署医防总队过基同工程
师、富有鼠疫防疫经验的前原福建省鼠疫防治专家邓炳辉也先后赶到参与防疫”[6]。这说明当时腾冲
鼠疫非常严重,而此时从福建调邓炳辉去腾冲进行防疫可资证明(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写
作本文的资料时惊奇地发现,福建鼠疫为全国之最,危害尤烈。福建鼠疫从1939开始至1948年6月,每
年都暴发大流行,鼠疫患病人数达19 096人,死亡11 275人,死亡率59%,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居全国之
首[18],而国内对福建鼠疫研究相当缺乏)。军政联系会议之后迅即采取措施:“54军卫生官员设置了
交通检查站三所:甘蔗寨、上明朗、曩浦街,并把南甸附近寺院辟为临时隔离病院,免费治疗鼠疫病人,充
分供应磺胺药物及鼠疫血清。同时进行灭鼠工作并卫生大扫除,用氰酸气对疫区进行消毒,对鼠蚤进行
调查。腾冲为盛产大米之地,特设立了米粮管制站,防止鼠疫蔓延。当时分三区对腾冲人民实行强制鼠
疫预防接种:一为龙川及萝司庄区、二为南甸区、三为腾冲区,接种人数达19 390人。据军医署卫生司
二月十二日函,和准远征军兵站卫生处元月二十日电称,南甸重点疫区已无新病例发现。”[17]
        腾冲鼠疫防疫工作有四点值得肯定。其一,是在宁波、常德和浙赣线鼠疫防疫的经验基础上开展的,整个防疫工作更加积极有效;其二,此次防疫得到了盟军(主要是美军卫生防疫人员)、公谊救护队的大力支持,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合作扑灭鼠疫的范932009年第3期张　华　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　例;其三,此次防疫得到了军队包括盟军的强力协助,中央和地方、防疫人员和村民联手行动;其四,此次防疫除了得到了国际卫生技术和专业人员支持外,还得到了大量的防疫资金物质援助,其中“英国红十字会150万法币、加拿大红十字会350万法币。美军和公谊救护队进行了积极的防疫工作”[17]。
        综上所述,笔者在新发现的史料基础上,力图系统揭示日军实施腾冲鼠疫细菌战的事实,并从它的灾害严重程度和战略意义说明腾冲细菌战是日本细菌战部队继宁波、常德、浙赣线作战后又一次重要作战。腾冲鼠疫防疫非常成功。在歼灭日军之后,短时间内扑灭了疫情,重新迅速打通了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援华军火沿着这条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共有433批车队,开进25 783辆卡车,装载了161 986吨军用物资运抵昆明[19],为中国1945年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注　释:
①参见陈祖梁:《侵华日军在云南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研究》,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谢本书:《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参见尹集钧:《细菌战大屠杀》,北极光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57页。
④参见SheldonHarris:Factories of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 Cover-up,Ist Edition:Routledge ,1994。
⑤参见Daniel Barenblatt:APlague upon humanity,NewYork:HarperCollinsPublishers Inc.,2004,PP.16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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